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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沈其益与夫人乘海轮离英
赴美留学。

1991年，沈其益（左二）考察棉田枯黄萎病。1949年，第一届自然科学组全国政协委员合
影（原 17人，缺李四光）。

1909年 12月 17日，祖籍苏州的沈其益出生
于湖南长沙。他的祖父沈克刚是清末举人，长期
在岳麓书院讲学，弟子中有曾任民国政府总理的
熊希龄等人，后任四川盐源县和重庆县知事。他
的三叔祖父沈克诚则深感清廷腐败无能，誓不入
考场为官，将谭嗣同和唐才常引为知己，在武汉
密谋起义，失败后赴北京，在一家外国的报刊做
记者，后因刊出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卖国密约之事
而被处死。

受此影响，沈其益的祖父弃官回乡，担任长
沙慈善事总公会会长和湘雅医学院中方董事，又
创办长沙仁术医院，造福桑梓。他的父亲沈明彝
曾加入同盟会，专修会计专业，历任多所银行的
会计主任，但不幸中年丧妻，独自抚养 4 个子
女。这样一个开明绅士和革命烈士家庭，赋予了
沈其益深厚的家国情怀和革命精神，也促成了
他走上科学报国之路。

大学发表两篇论文，
填补国内研究空白

1949年，沈其益任全国政协
委员和北京农业大学教务长。

本版组稿负责人：张佳静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系列报道 365

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和社
会活动家，棉花病理学的奠基人。

1933 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获理学
学士学位。1937 年赴英国留学，1939
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被
聘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名誉研究员。
1940 年回国后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技
正，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新中国成
立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
业大学）一级教授、教务长、研究院院
长、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
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
会联合会宣传部长，中华全国科学技
术普及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书记处书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
物保护研究所所长，中国植物保护学
会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副理事长和国
际植物保护大会常务委员、名誉副主
席等职。

著有《中国棉作病害》等专著，先
后发表有《中国黑粉病菌志》《中国棉
叶切病的研究》《小麦根腐病的研究》
《我国棉花枯萎病和黄萎病研究工作
的进展》以及《我国植物保护事业的
发展》《世界粮食人口与国际植保的
合作》等数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

沈其益（1909—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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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作为中国第二代科
学家群体一员的沈其益踏上了求学之路，过程既
具有代表性，又充满曲折。

1915 年，沈其益就读于中共领导人何叔衡曾
任教的楚怡小学，正值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上
街游行示威和参加抵制日货运动成为少年沈其
益校园生活的一部分。毕业后，他考入由美国耶
鲁大学创办的雅礼中学，学校课本多采用英语教
材，给他打下了较为扎实的英语基础。此时的沈
其益已经展现出良好的学习天赋，曾被老师称赞
为“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立志在高中打好数
理化基础，将来从事科学事业。

但是，受到北伐战争和马日事变的影响，被认
为是“洋奴学校”的雅礼中学被迫停办。此时沈其
益正在读高中二年级，他干脆参加大学招生考
试，并考取了湖南大学预科。不幸的是，再次遇到
学校停课。为了继续求学，他又报考了在长沙招
生的南京交通技术学校铁路公路班，学习军事和
公路铁道知识。

然而，这所学校很快被并入中央军事学校。因
不愿意从军，他只能选择退学，进入同样从学校
辞职的教员茅以升的弟弟茅以新开办的汽车修
理厂，从事汽车电路维修工作。虽然他工作努力，
但是所得收入仅够维持吃饭，连理发的钱都付不
起，经历了“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

随着家庭经济情况好转，加之坚定的求学之心，
在已考入当时学科实力堪称最强的中央大学医学院
的同学盛彤笙的帮助下，沈其益在中央大学借宿并旁
听补习，终于在 1929年考入了中央大学农学院农经
系。在这里，他遇到了他的导师、著名植物病理学家邓
叔群教授，受其影响确立了一生的科研方向———
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

入学之初，沈其益选修了遗传学、植物病理
学、真菌学、植物生理学和细胞学等课程。三年级
时，由于农经系被撤销，他转入理学院的生物系，
进而学习了动物生理学、生物化学和物理化学等
课程。由于当时的中央大学不重视实验课程，他
一直没有很好地锻炼动手能力。值得一提的是，
大学期间，他就发表了《中国两属半知菌》和《中
国黑粉菌志》两篇论文，填补了国内黑粉菌研究
的空白。

由于成绩优异，毕业时他得以留校任教，以助
教的身份先后开设了植物病理课和棉花病害培
训班，锻炼了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在进入
中央棉产改进所工作后，沈其益通过对长江流域
棉花病害的调查和对各种病害的病状、病原菌、
生活史和防治方法的翔实研究，发表了研究专著
《中国棉作病害》和《中国棉病调查报告》（与周泳
合编），对我国棉病的研究和防治工作起到了重
要的指导作用。1936 年，为了追赶国际植物病理
学的前沿，沈其益放弃了稳定的工作，考取了中
英庚款第五届赴英公费生，并赢得其中唯一的植
物病理学名额。

1937 年，七七事变前夕，日本飞机在南京上
空盘旋，导师邓叔群仍一直在做真菌标本鉴定，
沈其益辞别导师，带着导师“应出国学习发展最
快的植物病毒学”的殷切嘱托，登上了前往英国
的邮轮。到英国后，他被分配进入伦敦大学帝国
学院皇家学院，师从布朗·格纳特教授学习。

初到英国，沈其益面临许多困难，如研究生课
程教学无讲义和教科书、简陋的实验条件和难懂
的英国口音，以至于布朗教授为他选定的几个题
目都未能按期完成。

一年后，他进入英国著名的以植物病毒学为
重点研究方向的洛桑斯特实验站工作，并与追随
他来英留学的吴亭女士结为夫妻。在优越的科研
条件和妻子的照顾下，他很快完成了《小麦根腐
病为害与土壤条件的关系》的论文，并发表在著
名期刊《应用生物学专刊》上。他仅用 3年时间就
获得了博士学位。

此时，英国的科研工作已受到“二战”的严重
影响。在中英庚款的支持下，他们夫妻二人乘坐
最后一班横渡大西洋的轮船转赴美国，在美国明尼
苏达大学教授、条锈病权威斯特尔曼的课题组以名
誉研究员的身份继续从事研究。只是原本每月可换
得 100美元的公费，由于英镑贬值，只能换回 70余
美元，他们只得节衣缩食，勉强维持生活。

1940 年，在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虽然深感
“优越的研究条件加上自身努力才是成才之本”，
但是沈其益还是毅然决定回国，利用所学推动中
国农业发展。回国后，他先后在中央研究院植物
研究所和中央大学生物系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但
是由于科研经费和设备的短缺，导致他从美国带
回的小麦抗病良种无法播种，甚至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都无法开设他最为擅长的植物病理学和真
菌学课程。

沈其益在青少年时期，目睹国家受到欺凌
压迫，民不聊生，坚定了科学救国的思想。同时，
他也意识到个人力量十分有限，认为必须团结科
学界仁人志士共同努力，才能有所作为。1927
年，中华自然科学社成立，这是由中央大学学生
发起的、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
之发达”为宗旨，致力于从普及科学知识入手以
实现科学大众化的组织，而该社也成为沈其益孜
孜探索科学救国之路的舞台。

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科普工作主要以出版科
技书籍、举行科学演讲、组织科学考察团和进行
学术交流等方式开展，最多时社友达到 4000余
人，尤以 1932年创刊、每期印数达几千册的《科
学世界》杂志最具影响。沈其益曾在《科学世界》
发表《植物的食料和生产》和《近代农业机械化》
等文章，宣传农业知识。在英国留学时，他还参与
了该社欧、美分社的成立。

担任中央大学教授后，沈其益被推选为该社
常务理事和总干事，投入了大量精力参与社务。
他还曾邀请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到中央大学演
讲，向其介绍中央大学和中华自然科学社的工作
情况，增进了西方科学界对中国科学的了解。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对科学机构进行了整
合，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
（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
科普），自然科学工作者有了新的统一的组织。沈
其益担任全国科联宣传部长和全国科普副秘书
长，继续从事科学普及的组织和推广工作。

他还担任全国科联机关刊物《自然科学》的
主编，积极宣传党的科学方针政策并组织科联
各学会的活动。在《自然科学》与中国科学院的
《科学通报》合并后，他担任了《科学通报》这一
当时中国科学界最重要的刊物的副主编。

1958 年，中国科协成立后，沈其益担任宣

传部长。他利用主管的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
4种通报类期刊，在提高中学数理化、生物教师
的水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文革”之后，受周培
源和钱学森的委托，沈其益在科教座谈会上陈
述了中国科协下属学会和科普工作的重要意
义，促成了中国科协的恢复，并被任命为中国科
协书记处书记。

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在沈其益等人的建议
下，中国科协创办了中国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
学（以下简称农函大）。他担任名誉校长，讨论办
学宗旨，参与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工作。

他提出，要培养“养得起、留得住”的技术人
才，为农民科技服务，为发展农村经济服务。于
是，农函大一方面聘请高校有理论和生产实践
的教师编写函授教程，另一方面请有实践经验
的生产能手编写当地乡土教材，组织农业推广
人员开展技术面授和辅导，培养了数百万名学
员，提高了农民的科学素质，培养了一批农村科
技致富的带头人。

沈其益还是中国科技外交事业的重要参与
者。1945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他很早
就加入了该协会，曾担任常务理事。之后，中国
科学工作者协会参与了非政府性质的国际科技
组织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世界科协）
的创建，这是当时唯一 一个包含来自两大社会
阵营国家的科技工作者的组织。

1956年，世界科协十周年纪念会在北京召
开，这也是第一次在我国召开的国际科学团体
会议，有来自 17个国家的 1400多名科学工作
者参加。沈其益全程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
经世界科协副主席李四光推荐，担任了世界科
协的区域理事和世界科协机关刊物《世界科学》
的中方编委。之后，他多次参加世界科协的全体
会议，并先后编发了《中国的心脏外科》《中国考

古新发现》《盐渍土的改良和利用》等文章，向世
界宣传新中国科学事业的成就。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与由苏联主导
的世界科协的关系也有所变化。

1964年 8月，中国科协在北京召开了由中
国、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日本 5国共产党
主导的北京科学讨论会。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
办大规模国际性学术会议，除中国外，来自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 43个国家和地区的
273人参会，论文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等各领域。

会前，沈其益受命担任代表团团长，先后访
问了加纳、几内亚、马里、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等 5国，向各国说明北京科学讨论会的情况和
意义，邀请他们参会，还参观了这些国家的科学
机关和大学，扩大了彼此间的学术交流合作。其
间，他特意安排访问了摩洛哥的柑橘研究所，促
成了周恩来总理在访问摩洛哥时提出的引进优
良柑橘品种一事。

上世纪 80年代之后，他又先后率代表团访
问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参加国际植物保护大
会，推荐农大教师出国考察进修，一批优秀的年
轻学者因此脱颖而出。

2009年，在农大召开的沈其益诞辰 100周
年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原院长周光召向大家讲
述了沈其益先生的抱负和理想：“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沈先生就对中国农业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
解……他认为中国的最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要
使农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中国要想成为富强的国
家，必须把农业科技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中国才
能富强，社会才会稳定。”

这段话准确概括了沈其益一生，他对中国农
业科技事业所作的贡献将被永远铭记。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新中国成立前，为发展东北解放区的工业、
培养科技人才，党中央决定创办大连大学（现
大连理工大学）。在科教最为发达的京沪地区
为学校聘请专家、教授的任务交到了沈其益
的大哥沈其震手中，考虑到沈其益与科学界
交往密切，沈其震专门约他在香港会面，请他
出面联络办理。

沈其益从未做过地下工作，既感到不安，也
深感责任重大。在将妻子安置在香港后，他孤身
一人两次返回南京和上海，先后动员了王大珩、
张大煜、毕德显、魏曦、李士豪、何琦和乔树民等
40余位教授赴东北任教，这些人中有多位后来
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为东北科技事业的发展
作出了重大贡献。

不久后，沈其益在香港收到北平来电，请他
和最后一批专家，以及郭沫若等民主人士同船
北上，共商国是。到达北平后，他受到了周恩来
总理的亲切接见，肯定了他动员教授赴东北解

放区工作的成绩。
之后，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

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等 4个
团体发起召开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
议，推选科学界的代表参加新政协会议。沈其益
因其学术成就和贡献被推选为会议代表，并参
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目睹了五星红
旗在天安门前升起。

抗美援朝期间，沈其益担任反对美帝细菌
战调查团副秘书长，利用所学在东北地区进行植
物病害方面的考察，通过对已发现的一些农作物
病菌和在我国未见的病菌种类进行分离培养鉴
定，为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提供了展览材料，并由
此获得了原卫生部颁发的荣誉奖状。

1949 年 9 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北
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
（现中国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农大），沈其益被任
命为教务长，主管科研和外事工作。这样，他从

一名科研工作者逐渐转变为科研工作的管理和
组织者，不仅参与谋划了农大、中国农业科学院
和全国的农业科技工作，还参加了“十二年科技
规划”中的农业纲要和《1963—1972年农业科学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

1956 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
号。沈其益主动提出入党的请求，立志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得到了党组织的批准。“大跃进”时
期，农大被迫停课，沈其益和部分师生被下放到
河北徐水。在徐水，他看到小麦亩产不过 300斤
却浮夸为几千斤，于是，他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责
任向周恩来总理当面汇报了这一不实情况以及
干部对待群众的专横作风。
“文革”结束后，沈其益利用参加科教座谈

会的机会，当面向邓小平同志陈述了农大几次
下放后备受摧残的真实情况，以及回北京原址
办学的迫切愿望，最终促成了农大的回迁，为国
家保留了这支珍贵的农业科技专家队伍。

参加开国大典，目睹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

沈其益的农业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注重教
学、科研和实践三结合。上世纪 50年代初，他在
农大推行“农耕学习”，把一年级的新生都集中
到卢沟桥农场进行一个生产季节的实习，由教
师随农时讲授专业学科的概要，使学生们对农
业生产全貌有所了解。

而且，他始终认为农场和实验站是农业学
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 1956年农大选择校
址时，他按照建校、建（农）场、建（实验）站三原
则，不辞辛苦地走遍了北京的东、西、北郊，最终
选定了临近实验站和农场的马连洼。

同时，他还兼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
研究所所长，实行所系合作，协作科学研究，共
同培养学生。其间，他联络中央气象局在农大创
办了新中国第一个农业气象系。上世纪 60年代
在中央“加强农业科学研究”的号召下，他负责
筹建了农大的研究生院，创办了研究所，提升了
学校的科研能力。

沈其益始终坚持农业科学为生产服务，解

决生产中遇到的重大问题。1962年，在由他推
动建立的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的成立大会上，沈
其益向与会的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力陈当年
稻谷损失的严重情况，由于农业部对科技工作不
够重视，大批农业专家被下放，导致病虫预测和防
治站大多被撤销，农业防治工作几近瘫痪，以致水
稻螟虫成灾，稻谷损失约 100亿斤。

在范长江的支持下，大会组织部分专家进
行专题研讨，并向中央提出了紧急建议和可行
性措施。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得知情况
后十分重视此事，特地将此建议列入中共八届
十中全会的正式文件。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
泽东主席提出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
要求有步骤地推进我国农业技术改革，使我国
的集体农业在技术上逐步实现现代化。事后，因
这一紧急建议未事先向农业部党组汇报，沈其
益受到了不小的责难，但是看到农业科技工作
受到如此高的重视，他又感到“问心无愧、心安
理得”。

1963年，沈其益组织成立了小麦条锈病综
合防治协作组，查明了条锈病菌在西北、华北的
越冬、越夏基地，传播流行规律，病原菌生理小
种产生变异的地区和原因与小麦品种抗性丧失
的关系，从而控制了小麦条锈病的流行。

上世纪 70年代初，在棉花黄、枯萎病日益
严重，全国农业科教单位被冲击、人员被下放的
关键时刻，已年逾花甲的沈其益冲破重重阻力，
组织了防治研究协作组，确定了以抗病品种为
主的防治策略，对从不同棉区分离到的 76个枯
萎病菌菌株统一进行生理型鉴定的联合试验，
一举解决了综合防控问题，并且培育出不少抗
病、丰产、优质的新品种。

上世纪 70年代末，他又提出“综合治理涝
盐碱地，把黄淮海地区变成大粮仓”的建议，是
黄淮海平原综合治理的重要策划、组织和指导
者。90年代，他已经退休，依然建言国家加强种
衣剂和良种包衣技术的研发，这一建议促成了
种子产业化和粮棉油的稳定增产。

推动学科发展，解决生产问题

重视科学普及，参与科技外交


